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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析中国文化情境景下职工组织承诺的结构， 并修订中国职工组织承诺问卷 （COCQ）。  

基于凌文铨中国职工组织承诺结构理论和对 25 名职工的沙盘游戏质性访谈的分析结果， 我们设

计了中国职工组织承诺问卷 （COCQ） 草案， 其中包括 58 项关于中国职工组织承诺十要素结构 

的项目。 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482 名被试） 来改变草案 COCQ （58 项）， 验证性因素分析  

（367 名被试） 以验证 COCQ （34 项）。 探索性因素分析揭示了中国文化情境下组织承诺的 10 个

因素结构。 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 COCQ 的 34 项 10 因子结构。 此外， COCQ 在内部一致性较高， 

COCQ 的拟合度也处于可接受的水平， 问卷具有良好的判别效度， 问卷维度的总体有效性较高。 

COCQ 更新了凌文铨中国职工组织承诺结构理论中的承诺来源和类型， 制定了 10 维量表； COCQ 

是一种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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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the structure of staff’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o revise Chines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COCQ). Based on the Chinese staf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structure theory of Ling Wenquan and 

analysis of 25 employee interviews by sandplay we designed the draft of COCQ which is consisted of  

58 items on the 10-factor structure of Chinese staff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We use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482 participants) to change the COCQ (58 item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367 participants) to verify the COCQ (34 item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revealed and confirmed the 

10 factor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upported a 34-item, 10-factor structure of the COCQ. In addition, the COCQ were internally 

consistent. The fitting degree of the COCQ is at an acceptable level, the questionnaire has a good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d the aggregate validity of the dimensions of the questionnaire is relatively high. 

The COCQ updated the sources and types of commitments in the Chinese staf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structure theory of Ling Wenquan to develop a 10-dimensional scale; the COCQ was a measurement tool 

with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Keywords: Chinese Cultural Situation, The Chinese staf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structure theory, 

Chines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引言

中国学者凌文辁等考虑到中国社会情境与西方社会情境的差异性可能对职工组织承诺的

影响， 遂以当时 （2000 年） 的中国职工作为样本开展研究， 通过对中国职工组织承诺的结构进

行分析, 构建了五因素模型学说 （Ling, Zhang & Fang, 2000 ; Zhang, Fang & Ling, 2001)。 后来， 

谭晟等人 (Tan, Ling & Fang, 2002) 的后续研究又证实了上述组织承诺五因素模型。 与 Meyer 

和 Allen 所构建的三维型组织承诺类别学说不同， 凌氏等构建的五因素模型学说将组织承诺分

为规范承诺、 感情承诺、 经济承诺、 理想承诺和机会承诺等五类结构， 增加了经济承诺、 理想承

诺和机会承诺三种结构， 删减了持续承诺结构。 凌氏等认为， 中国职工组织承诺的结构的变化， 

应该是中国的文化情境与西方的差异所致。 通过对近段时间以来对各种组织承诺的微观结构组成

研究结果的荟萃分析也发现， 各种研究所确定的组织承诺的多样性基础和承诺目标之间固然存在

趋同， 但也存在区别 （Cooper & Viswesvaran, 2005 ; Meyer et al., 2002)。 这些结构的区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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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研究者们， 不能简单将这些组成结构归分在某一种组织承诺中， 应承认有多种类型承诺的存

在， 这也是未来组织承诺研究的发展趋势。

凌文铨在编制中国职工组织承诺问卷时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转折时期， 职工在组织中

不再处于公有制中的主人翁地位, 而变成了市场经济制度中的受雇佣者； 职工与组织的关系发生

了变化， 职工有了择业的自由， 在对组织的依赖性逐渐减弱的同时, 却面临着工作不稳定带来的

挫折感及就业难的困境。 然而当今时代已与凌氏等人研究所处的文化情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

面， 中国企业和职工趋于成熟， 对于来源于西方经济模式下的聘用制已基本接受， 而且随着包括

医保和社保在内的社会福利保证制度的完善， 中国职工对于自身与组织的关系的态度已经发生了

变化， 既往改革开放转折时期中的不安全感及失落感已基本消失； 另一方面， 中国职工的物质生

活质量普遍得到了提高， 开始有了关注和满足精神需求的需要。 以上两方面的因素都可能影响着

中国职工对于其所处组织的态度及相互关系。

因此， 有必要研究在当前中国文化情境下职工组织承诺的结构组成， 以及文化情境对组

织承诺产生影响的机制， 重新修订基于新的中国文化情境的组织承诺问卷。

组织承诺结构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 组织管理研究的文献中开始提及组织承诺。 当时由于受行为主

义思想的影响， 组织承诺主要被视为一种行为来进行研究 （Cynthia, 2012)。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 研究者开始对组织承诺及其构成维度产生了更多的关注， 同时开始将组织承诺视作一种态

度来进行研究 （Allen & Meyer, 1990; Angle & Perry, 1981; Buchanan, 1974; Jaros et al., 

1993; Mowday, Porter & Steers, 1982; O’ Reilly & Chatman, 1986), 但是仍未澄清承诺概念

的内涵和外延。 组织承诺概念的产生和逐渐趋同得益于组织承诺类型模型学说的产生， 而组织承

诺类型模型学说却显示了组织承诺结构组成可能存在多样性基础的现实。 Mowday, Porter & 

Steers (1982) 第一次提出了组织承诺的类别学说， 该学说认为组织承诺有三种类别， 包括凝聚

承诺、 持续承诺和控制承诺， 而认为每个职工都会同时具有以上三种类别的组织承诺。 Meyer & 

Allen (1991) 在 Mowday 等人的基础上调整了自己既往提出的二维型组织承诺学说 (Meyer & 

Allen, 1984), 并最后构建了包括情感承诺、 持续承诺和规范承诺在内的三维型组织承诺类别学说， 

认为任何职工的组织承诺均是此三类承诺结构的不同程度组合 (Meyer & Allen, 1991)。 尽管 

Meyer 和 Allen 的三维型组织承诺类别学说并非组织承诺理论的唯一学说， 但却至今却仍是整

个组织承诺研究体系中影响最广泛的学说 （Klein, Becker & Meyer, 2009)。 确实， 组织承诺的

三维型组织承诺类别被认为是组织承诺研究中的主导模型 （Bentein et al., 2005; Cohen, 2003; 

Greenberg & Baron, 2003), 但是一些累积性研究却发现该模型与实证结果并不完全一致 （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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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yer, 1996; Mc Gee & Ford, 1987; Meyer et al., 2002)。 为了使得三维型模型与现实情况

匹配， 研究者们已提出需要对既往的量表进行修订 （Meyer, Allen & Smith, 1993; Powell & Meyer, 

2004)。 但是， 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研究结果并不是研究经验的不一致性或者错误研究操作导致的， 

而是来自于更深层次的根本问题 (Ko, Price & Mueller, 1997; Vandenberg & Self, 1993)。 因此， 

近年来有研究者 (Omar, Woody & Robert, 2008) 建议采取还原主义的立场对组织承诺的定义进

行恢复， 即组织承诺的定义仍然应是职工对组织的态度， 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对组织的承

诺态度的认知、 情绪和行为构成成分的关注来提高现有测评措施的判别效度。

总的来说， 组织承诺概念的产生源于社会交换理论， 而社会交换理论的心理学基础是行

为主义学说； 另外， 组织承诺就其实质来说， 就是管理学领域中的一个心理学概念。 因此， 从心

理学其他学派的思想去阐释和探究组织承诺的概念、 结构及其影响因素是可行的。 精神分析是心

理学中历史渊源最深厚的学派， 在探索深层心理因素及结构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 这是行为主义

所不能企及的。 由此， 采用精神分析的理论、 方法和工具去探析组织承诺的内涵、 结构及深层心

理因素既具有可行性， 又具有重要性。

沙盘游戏与质性研究结合的范式

既往对组织承诺结构的研究方法通常采用的都是问卷调查法， 但是在对组织承诺的结构

进行测量时， 被试通常会由于对题项的理解偏差、 撒谎等原因而导致问卷调查结果的信度下降。 

更难以避免的系统误差在于， 问卷调查法无法测量被试受到其潜意识因素影响的深层心理状态， 

包括动机、 需要等， 这些均会受到被试的心理防御机制所控制而使得被试意识层面的回答失真。 

由此导致的问题是， 在某些特定文化情境下继续采用问卷调查法， 组织承诺的结构无法得到真实

的测量和评估。 因此， 探索采用一种可以测量被试深层心理因素的工具来测量特定文化情境下的

组织承诺结构成为了必然。

基于沙盘游戏的质性访谈法能够解决上述问题。 沙盘游戏在心理评估和分析时则主要侧

重于基于分析心理学理论的积极想象技术及投射技术的运用 (Cai & Liu, 2010)。 如在深度对话

时辅导师 （研究者） 会不断的采取现实对话 （通过回忆与现实中的人和事联系起来） 与意象对话 

（被试面对沙盘情景故事的整体或局部， 某个或某些沙具等自然产生的意象， 并根据意象内容与

沙盘作品进行对话） 交互穿插的方式以促进被试者的人格结构的动力变化， 即自我中的意识、 个

体潜意识， 集体潜意识之间的相互沟通。 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被试者人格深层的信息逐渐呈现

在其意识层面， 为其意识所扑捉和觉察。 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投射技术和评估的角度来探索沙盘

游戏的诊断功能 （Wang & Huang, 2007; Zhang,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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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及范式上， 沙盘游戏能让深层心理因素通过沙具构成的故事情境呈现在意识

层面， 并通过访谈获得对深层心理因素的挖掘和阐释； 而质性研究对于复杂的心理或社会问题具

有建构性的探索作用， 特别适用于去发掘复杂现象后面隐藏的脉络和可能性规律。

研究方法

1. 项目生成

制定中国员工组织承诺问卷 （COCQ） 草案的项目有四个步骤， 描述如下。

1.1 访谈和文献研究

根据质性研究理论抽样的原则， 我们从中国广西抽取 25 名职工作为被试， 按照访谈提

纲通过沙盘游戏技术围绕愿意和不愿意留在某个组织的原因进行访谈并编码， 达至理论饱和，  

最终获得包括人格成长、 维护家庭、 工作稳定、 人际关系等在内的 16 个组织承诺核心因素结构 

（表1）。 再参考凌文辁的中国职工组织承诺五因素结构模型， 将意义类同的因素归纳分类后， 最

终构建了 10 个维度结构， 增加了安全承诺、 乡土承诺、 成长承诺、 人际承诺和面子承诺等因素

结构。

	 表1 访谈整理结果

维度 核心因素

经济承诺

机会承诺

规范承诺

理想承诺

安全承诺

乡土承诺

成长承诺

人际承诺

面子承诺

经济收入

自我发展

职业认同 职业意义

自我价值 人生理想 兴趣爱好 空闲时间

维护家庭 工作稳定

维护家庭

人格成长

人际关系 领导支持 组织氛围

感恩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整理

具体来说， 维护家庭所涵盖的意义既有安全的诉求也有对于传统家庭观念的守护， 故将

其分别归于安全承诺和乡土承诺两个维度中。 工作稳定主要是安全稳定的诉求， 故仅归于安全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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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维度中。 人格成长是职工对于自我人格成长的诉求， 故归于成长承诺维度。 人际关系归于人际

承诺维度。 根据对感恩的内涵分析， 将其归于人际承诺和面子承诺两个维度中。 因此， 最终形成

感情承诺、 经济承诺、 规范承诺、 机会承诺、 理想承诺、 安全承诺、 乡土承诺、 成长承诺、 人际

承诺和面子承诺等 10 个维度结构 （表2）， 以构成预测问卷的维度结构。

	 表2 预测问卷维度结构

维度 含义

经济承诺

机会承诺

规范承诺

感情承诺

理想承诺

安全承诺

乡土承诺

成长承诺

人际承诺

面子承诺

报酬、 福利等经济条件较好

晋升易、 进修机会多

职工对组织的责任感

职工与组织之间建立情感连接， 产生对组织的归属感

实现自己目标、 发挥自己专长

能给自己的身体健康或保持亲密关系带来保障

组织离原生家庭或次生家庭近

能获得自我人格的成长

能获得良好的人际资源

给自己及亲朋好友带来面子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整理

1.2 预测问卷草稿

根据问卷草案的编订原则, 组织承诺问卷草案的每个维度拟定 6～7 个题项即可，  

共 60～75 项即可。 初始创建的中国职工组织承诺预测问卷草稿共包含了感情承诺、 机会承诺、 

规范承诺、 经济承诺、 理想承诺、 安全承诺、 乡土承诺、 成长承诺、 人际承诺和面子承诺等 10 

个潜在维度。 根据前述标准， 初步拟定每个维度有 7 个项目， 则总项目为 70 个。

1.3 内容效度检验

由 3 位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教授和 3 位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构成的独立评委组来根据以

下三个原则来评估、 讨论和修改潜在项目： （1） 项目是否与组织承诺的内容一致； （2） 项目是否

适合， 是否符合定义和理论维度； （3） 项目的措辞是否准确。 根据以上标准， 在评委审查后， 第

一批项目减少到 58 项， 最终拟定包含 58 个项目 （C1–C58） 且项目按随机顺序排列的一个预测

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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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构建预测问卷

采用李克特式五点量表评分方法， 5 个答案类别， 从 1 （非常不同意） 到 5 （非常同意）。 

使用了以下说明： “在这里， 每个人根据以下标准表明您的答案：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有时不同意， 有时同意， 4=同意， 5=非常同意。 没有 “正确” 或 “错误” 的答案， 一定要为每

个陈述选择一个唯一性答案。

2. 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随机抽样手段， 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 柳州和桂林 3 个市区的企事业单位职工

作为调研对象， 每个城市分别选取 2 个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 最后在所选取的单位中随机抽取

年龄在 20～60 岁的职工作为研究对象。 最后回收有效问卷 482 份。 测试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底。 被试者构成见表3。

	 表3 482 名被试构成

变量 项目 人数 百分数

性别

年龄阶段

民族

婚姻

教育水平

宗教信仰

男

女

<30

31-40

41-50

51-60

汉族

少数民族

未婚

已婚

离异

初中以下

高中/中专/技校

大专

本科

硕士以上

无

有

205

277

270

175

34

3

344

138

214

251

17

7

36

146

239

54

426

56

42.5%

57.5%

56.0%

36.3%

7.1%

0.6%

71.4%

28.6%

44.4%

52.1%

3.5%

1.5%

7.5%

30.3%

49.6%

11.2%

88.4%

11.6%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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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卷调查结果使用 SPSS22.0 for window 统计软件包进行处理。

对预测问卷进行项目分析， 即采用相关性检验与同质性检验对组织承诺预测问卷的题项

进行筛选。 为了保证预测问卷的建构效度， 需要继续对预测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中， 为了筛选合适的题项形成正式问卷， 保证结构模型与题项的

正确性， 并进一步简化因子结构， 需要确立以下标准： （1） 删除所有因子负荷值小于 0.40 的题项， 

删除交叉负荷值超大于 0.35 的题项。 （2） 每个因子至少包含 2 个题目， 包含 2 个题目以下的

因子将删除整个因子所包含的题目。 （3） 题项与因子含义不一致， 难以和其他题项表述的含义合

并为一个概念的。 （4） 以特征值 ≥1 为因子抽取的原则， 确定抽取因子的有效数目。

3. 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 34 项组织承诺问卷的结构效度， 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问卷进行结构效

度检验。 为此， 本文继续从广西区内南宁、 柳州和桂林 3 个市区的企事业单位职工作为调研对象， 

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367 份。 测试时间为 2018 年 2 月底。 被试者构成见表4。

	 表4 367 名被试构成

变量 项目 人数 百分数

性别

年龄阶段

民族

婚姻

教育水平

宗教信仰

男

女

≤30

31-40

41-50

51-60

汉族

少数民族

未婚

已婚

离异

初中以下

高中/中专/技校

大专

本科

硕士以上

无

有

175

192

130

161

64

12

273

94

169

188

10

4

27

112

183

41

342

25

47.6%

52.4%

35.4%

43.9%

17.4%

0.3%

74.4%

25.6%

46.0%

51.2%

2.7%

1.1%

7.4%

30.5%

49.9%

11.2%

93.2%

6.8%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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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进一步使用 Amos21.0 软件对 367 名职工被试者的问卷结果进行 34 项组织承诺问

卷结构模型的拟合性检验。

结果

1. 项目分析结果

经相关性检测， C57、 C58 题项与组织承诺总分的相关系数均 < 0.4， 且同质性检验结果显

示预测问卷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 0.927， 删除 C57、 C58、 C5 题项 （见表5 和表6， 保留 56 个 

题项。

	 表5 相关性分析

C57 C58

组织承诺总分

Pearson 相关

显着性 （双尾） 

N 

.030

.507

482

.031

.496

482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整理

	 表6 信度统计资料

 Cronbach 的 α 项目个数

.927  56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整理

2.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经检验， KMO 值为 0.911，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 12007.145， sig < 0.01  

（见表7， 说明问卷极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56 个题项的 MSA 值位于 0.794～0.958 之间， 均 > 0.50， 

说明 56 个题项也很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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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 KMO 与 Bartlett 检定

 Kaiser-Meyer-Olkin 测量取样适当性 .911

 Bartlett 的球形检定

大约 卡方 12007.145

df 1485

显著性 0.000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整理

采用主成分一直交旋转一最大变异法进行因素分析， 共抽取出 12 个因素， 能够解释总

体变异的 61.473%， 高于 60%。 因此， 本文适合采用主成分一正交旋转一最大变异法。 多次因素

分析后共抽取出 10 个因子， 能够解释总体变异的 60.082%， 每个题项的因素负荷在 0.50～0.78 

之间， 支持 10 个因子的因素结构是最佳的。 该 10 个因子涵盖了共 34 个题项， 对抽取出的因

子分别命名为:感情承诺、 规范承诺、 理想承诺、 经济承诺、 机会承诺、 安全承诺、 乡土承诺、 成

长承诺、 人际承诺、 面子承诺， 与根据前述研究所建构的组织承诺结构一致。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

析获得了 34 个题项的新量表， 其α系数为 0.885 （见表8）， 验定该量表具有比较良好的稳定性。

	 表8 34 项预测问卷信度统计资料

Cronbach 的 α 项目个数

.885 34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整理

3.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采用 34 项组织承诺问卷进行调查， 并对调查数据采用 Amos21.0 的拟合性检验， 结果

显示： x2/df = 2.810， 小于 3； RMSEA = 0.072， 小于 0.08； NFI = 0.916， IFI = 0.924， 均大于 

0.90； CFI = 0.917， 大于 0.90。 这些指标均说明， 本问卷结构模型的拟合度是在可接受水平  

(见表9)。

	 表9 34 项组织承诺问卷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标

具体分类 χ2 df χ2/df RMSEA NFI IFI TLI CFI

拟合结果 1635.651 582 2.810 0.072 0.916 0.924 0.921 0.917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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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1. 中国文化情境下组织承诺结构的变迁

通过对拟定的组织承诺预测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因素分析发现， 10 个因子构成的问卷比较

稳定， 因子结构和命名也与理论构想一致。 由此， 最终确定中国情境下职工组织承诺的因子结构， 

并对每个因子分别命名为： 机会承诺、 感情承诺、 规范承诺、 理想承诺、 经济承诺、 安全承诺， 

乡土承诺， 成长承诺， 人际承诺和面子承诺。

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 从凌文辁等人构建中国职工组织承诺五因素结构模型理论至

今已经过去近二十年， 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变。 中国职工心理及与组织关系也发生改变， 回归传

统文化及提高自我精神需求、 进一步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思潮在并流勇进的同时也在相互竞争和冲

突， 这些都深刻的影响着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国职工的从业心态及与组织之间的关系。 而事实上， 

对于中国职工来说， 组织承诺的结构和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本文构建的中国职工组织承诺结构

发现， 组织承诺除了规范承诺、 理想承诺、 经济承诺、 感情承诺和机会承诺的构成外， 新增加了

安全承诺， 乡土承诺， 成长承诺， 人际承诺和面子承诺等 5 个构成维度。 其中， 安全承诺是指职

工待在组织的原因是因为组织不会带来生理损害或亲密关系损害； 乡土承诺是指职工待在组织的

原因是因为考虑原生家庭或次生家庭近； 成长承诺是指职工为了从组织中获得自我人格的成长和

发展的资源及条件而待在组织中； 人际承诺是指职工顾及自己的组织人际关系而待在组织； 面子

承诺是指职工由于自己面子及亲朋好友面子而待在组织。

2. 研究的局限性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 抽样范围过窄， 仅限于中国广西地区， 定量研究的结果和结论是否

能推广至中国地区， 值得商酌。 所以， 应扩展抽样范围， 增加抽样样本量， 以及增进分层因素的

进一步细化考虑。

结论

本研究为 COCQ 的信度和效度提供了初步证据。 因此， 本问卷可能作为研究中国文化影

响范围内的各类组织职工组织承诺是比较适合的工具。 但是作为一种通用问卷， 若在中国文化情

境下更广泛地应用 COCQ 之前， 尚需要进一步测试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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